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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過對勞動者參加 IT培訓到進入軟件測試行業工作的轉變歷程的

田野調查，本文聚焦「技術」在 IT勞動力轉型和「再生產」過程中的角

色。資本利用勞動者們對自身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位置及「技術主導圖

景」的洞察，吸引他們主動參加培訓進行「技能升級」。同時，資本在求

職、裁員中對勞動者的「技能」水準及重要性進行重新解釋，並在實際

的勞動過程中通過「技能退化」將勞動者們以一種新的方式再生產為 IT

產業鏈底端勞動力。「技能」與「技術」兩個表述在中文日常語境中的含

糊，成為了上述「再生產黑箱」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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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IT labor force, drawing on a field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IT training to working in the software testing industry. Capital uses workers’ 

penetrations of their position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dominant image of 

technology to attract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IT training for skills upgrades. 

Then, capital reorganizes the level and importance of skills in actual job searches 

and layoffs, reproducing workers as the lower end of the IT industry chain 

through skill restructuring in the labor process. The ambiguity of the discourses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 in the Chinese everyday context becomes part of the 

black box of reproduction mentioned in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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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技術」

引言

　　我要繼續在工廠上班，和爸爸有甚麼區別呢？那我何必上學

呢？現在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軟件，IT技術的發展前景肯定更好，

我想學技術，想去高大上的IT公司，我想遠離工廠，脫下藍色工服。

　　後來我才發現，實際工作根本不需要太多技術，每天像個機

器一樣。我才意識到，父母打工是在車間裏面站著操作機器，我

們打工是在辦公室裏面坐著操作電腦，好像從本質上來說沒得太

大的區別。1

本文所關注的經驗現象，是既往被視為「罕見」的「中國藍領工人升

級為程序員的例子」（許怡、葉欣，2020）。正如孫萍（2018、2021）和

夏冰青（2021：137–143）所指出的，中國 IT程序員中許多是通過參加

培訓進入 IT行業的，這類「草根」程序員往往不如名校畢業生受青睞，

但在行業內的佔比卻更為龐大，IT培訓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值得我們

做進一步研究。接受培訓後的學員們所從事的軟件測試工作，是在我

們熟知的各類軟件平台中尋找「bug」，2 為了讓無數用戶可以便捷、順

暢地使用軟件，而不至於卡頓、操作失敗甚至造成損失，離不開背後

的軟件測試程序員，對從事這一「幽靈工作」（ghost work）（格雷、蘇

里，2020）的勞動者在該行業內的處境進行研究也是有價值的。

在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們通過參加培訓跨行進入 IT行業工作的歷時

性過程中，他／她們渴望通過學習技術改變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

然而最終卻發現自身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了結構的要求並「再生產」了

結構，這樣的洞見，看似只是驗證了威利斯（Paul Willis；2022）研究英

國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上崗工作的轉變歷程中得出的結論。但是，

威利斯幾十年前的研究對象，與我們所觀察的當下中國的經驗現象有

明顯差別。在我們的研究中，「技術」是核心，這在威利斯的研究中並

未深入展開。因此，通過聚焦「技術」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我們試圖

以一種新的方式打開「再生產」的「黑箱」。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勞動者們通過培訓進入 IT產業從事軟件測

試工作的轉變歷程中，勞動者洞察技術的邏輯是怎樣的？資本重組技

能的機制又是如何運作的？二者如何共同作用使得轉型的勞動力以一

種新的方式內化並滿足了某種結構的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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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點與研究方法

2019年11月中旬及2020年1月中旬，作者在深圳市三家不同類型

的 IT培訓機構進行了預調查。「飛昂 IT培訓學校」是與印度知名 IT培訓

品牌合作成立二十餘年的連鎖培訓機構，由於系統嫁接了印度模式，

經營極為成熟。既往不少研究關注到印度 IT培訓，而中國本土興起的
IT培訓機構則幾乎沒有研究，故而作者把目標定在後兩家培訓機構。

它們的名稱都叫作「科技公司」，工商登記的經營範圍除了技術培訓還

包括人力資源服務、勞務派遣、信息諮詢、技術開發等，在預調查中

作者了解到類似的培訓機構名稱不帶「培訓」二字，一是為了在某些層

面規避政府對民辦職業培訓的管理，3 二是為了便於以科技公司「崗前

培訓」為由推銷課程。「育森」因為經營不規範幾次被學員告上法庭，通

過預調查、網帖和公開的訴訟文書，作者得以了解其中的「套路」。「廣

毅」在既往學員中口碑較好，離富士康與華為園區都不遠，諮詢老師在

推銷課程時強調他們是用「明著的套路」吸引學員，這尤其引起作者的

研究興趣，故而選為最終田野點。2020年4月至8月，作者以正式學員

身分參加了「廣毅」的「零基礎入門軟件測試」課程，所在的班級有44名

學員，此外共有八個不同開班時間的班級，每班20至50個學員不等。4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5 作者對培訓課堂的教學

內容、教學情況、課後學員交流反饋等方方面面的情況作參與觀察，

晚上住在培訓班提供的宿舍內，與大家一起進行買菜做飯、完成作

業、夜聊、打遊戲等日常，一共記錄了二十餘萬字田野筆記。培訓結

束後至2020年11月初，繼續住在培訓班宿舍，了解學員找工作及初入
IT行業的情況，6 並對平時交流較少的11位學員進行了深度訪談。2023

年7月至2024年1月，對七位報告人進行了回訪。7
 回訪的報告人中，

有四位仍在從事軟件測試工作，其中有一位工作未變動，另外三位工

作均發生了流動。限於研究方法的局限，本研究未能對宏觀的 IT產業

運作機制作更為系統的調查，而是嘗試從學員們工作轉型和變化的跟

蹤個案入手，研究 IT勞動力內化再生產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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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綜述

「再生產」與「洞察」

「再生產理論」的代表學者Bowles和Gintis（2011, p. 49）指出，教育

並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能促進社會流動和平等，而是「資本主義勞動分

工的再生產」的一個方面。資本家和精英階層利用教育制度使不平等合

法化並從中獲益，它們將工人分配到相應的崗位上，並再生產其意識

和行為，使工人為適應異化和分層做準備。進而言之，教育的目標在

於「勞動力的生產和促進勞動力轉化為利潤的制度和社會關係的再生

產」（Bowles & Gintis, 2011, p. 129）。布爾迪約（Pierre Bourdieu）和帕

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2002：19）將「文化」這一概念引入再生產

的討論中，指出「文化資本分配結構的再生產」助力了社會結構的再 

生產。

然而，在威利斯看來，「再生產」理論中的學校教育過程是一個「黑

箱」，並未揭示出其內在邏輯和機制（呂鵬，2006；威利斯，2022：
264），而他要做的就是通過田野調查，打開這一黑箱，揭示勞動者是

如何把「再生產內化」的（威利斯，2022：25）。通過細膩且深入的民族

誌分析，威利斯對工人階級子弟反學校文化的洞察是如何錯配地內化

了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進行了討論。所謂「洞察」（penetration）指社會

行動者不斷積極地嘗試理解自身所處的生存狀態和在社會結構中的位

置，並試圖對此作出最有利的決斷。威利斯所研究的英國漢默鎮的「傢

伙們」實踐著一系列反學校文化。與愛學習的「循規生」不同，他們將

「文憑」視為知識權力的爪牙加以排斥，認為既然所有的工作都令人生

厭，不如從事可以讓他們充分表達自我、彰顯男性氣概的「體力工作」

和「低技術工作」，並通過在工作中加入非正式群體，更樂觀地從工作

中獲取一些外在滿足。這一切都是基於他們對學校教育「不可能提高整

個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反只會造成資格泛濫，使中產階級特權合理化」

的洞察（威利斯，2022：11）。然而，也恰恰是這些工人階級子弟主體

性的意識和行動錯配地將他們自身「再生產」為了工人階級。威利斯

（2012：263–264）指出，從學校到工作的過程是「結構和能動性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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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轉捩點，實際上是社會行動者通過能動的洞察和決策「滿足了結構

的要求並再生產了結構」。

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基於轉型中國的制度和社會背景，將威利斯

的理論運用於當下中國的經驗現象中，討論其適用性及可能存在的問

題，並通過對比經驗現象的不同揭示出兩種文化及其再生產模式的差

異（周瀟，2011；鄭彪，2015；Moskowitz et al., 2018）。本文想做的也

是這樣的嘗試，而我們主要聚焦的是技術這一視角。正如威利斯後來

在中國的田野調查所關注到的，中國將自身巨大的社會變革描述為經

濟和技術的進步，蓬勃發展、用戶量龐大的 IT產業展示了「技術對社會

產生自主影響的案例」（Willis, 2019, p. 77）。在技術社會的背景之下，

討論再生產的邏輯和過程，有何理論工具可以借用呢？

「技術主導圖景」與「技能降級」

威利斯所說的「技術對社會產生自主影響」，實際上是一種普遍存

在的觀念，即認為作為外在力量的「技術」總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或者

提供一種控制力，以解決人類面對的各種困境和不確定性，不同學科

領域的眾多學者們曾用「技術主導圖景」（the dominant image of 

technology）或「技術狂熱／技術崇拜」（technophilia）等概念對其進行描

述。劉易斯（Lewis Mumford；2009：322）將以機器為代表的技術崇拜

追溯到久遠的人類文明史中，他指出其效果已經近乎宗教信仰。
Downey（1998, pp. x, 3–9, 58–128）指出，二戰後的美國傾向於借助技術

圖景來重獲在世界競爭中主導的控制地位，認為前景光明的新技術可

以作為國家生存和進步的保證，使美國在商業、工業、科技創新等各

方面超越競爭對手，視技術為解決方案的願景此後在全球各國、各個

產業迅速蔓延。在諾布爾（David F. Noble；2007：1–3）對美國工業自

動化史的梳理中，同樣關注到了「技術的文化崇拜」、「對技術優越性的

信仰」在社會文化中的影響。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1978：18）

在引入技術與勞動過程的分析前，對現代社會中的「技術決定論」和「機

器專制主義」（despotism of the machine）進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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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以不同的方式對「技術主導圖景」進行質疑、拆解和剖析，

揭露出被其「掩蓋」的另一面：劉易斯（2009：132–135、205–248，
2017a：201，2017b）通過對技術史的梳理，指出技術的發展離不開與

社會文化不斷地相互影響，更進一步地論證了資本對機器的徵用，目

的在於實現壓迫，「降低工人在工廠生產中的重要性」，使其變為「齒

輪」，在適應自動機械操作的過程中「日益非人化」。諾布爾（2007：3、
184、329、415）表示他梳理自動化控制機床的演進史就是為了「去掉技

術崇拜上的神聖光環」，他指出了技術的政治性，即技術發展作為社會

過程受資本及國家權力的支配，使用數控設備加強了管理層對生產的

控制，「降低工人的技能並約束和取代他們」。Downey（1998, p. 6）通過

對佛吉尼亞理工大學的CAD ／CAM技術教學的田野調查發現，技術主

導圖景掩蓋了在控制機器與被機器控制中博弈的人類體驗，在這一過

程中人和機器的界限變得模糊，人類變成了「部分是機器的能動裝置」。

布雷弗曼在《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的論

證同樣是從對技術主導圖景的質疑展開的。馬克思強調生產資料在社

會演化中的首要地位，故而有人據此將其視 「技術決定論者」，布雷弗

曼（1978：22）對此進行了反駁，強調馬克思對技術和社會的態度應該

是：「技術產生著社會關係，但它也是由資本所代表的社會關係所產生

的」。在此基礎上，他展開了由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不同職業內部勞動

過程的變化，以及不同職業間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討論。布雷弗曼

（1978：175–184）指出，技術革命作為生產方式是促進資本積累的重要

手段，「數字控制技術」進入工業生產後，原本受過更多技能訓練、工

資也更高的機工被程序設計員、女性編碼員和操縱數字控制機器的低

技能局部工人代替了，在「以機器為中心來組織和部署勞動」的過程

中，設計和執行分離、勞動分工被細化、勞動者的技能退化、管理者

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得到加強，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

布雷弗曼有意區別「技術」（technology）與「技能」（skill）兩個概念。

所謂「技能」是與工藝（craft）相關的，指與物質材料和勞動過程—為

了進行特定生產所需的熟練手工技巧（manual dexterities）—相關的知

識的集合（Braverman, 1974, p. 443）。「技術」（technique）最初也是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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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工藝的知識，後來隨著自然規律的知識積累，取代了傳統且零散的

工藝知識，就越來越具有了科學的特徵（Braverman, 1974, p. 155）。而當

「technique」被資本組織起來系統地利用於生產之後，就開始作為

「technology」出現，布雷弗曼後文所指的「技術」即是指資本主義的生產

方式。在工業生產中的技術升級之後，工藝技能（craft skills）被分解，

傳統的技能概念被破壞，這時，工人如果要掌握勞動過程就需要借助科

學的、技術的、工程的知識。然而由於資本將這種知識的定義和解釋權

牢牢集中在管理部門手中，「留給工人的只是一種經過重新解釋的非常

不完全的技能概念……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這種技能概念

也隨著勞動的退化而退化」（the very concept of skill becomes degraded 

along with the degradation of labour）（布雷弗曼，1978：398–399；
Braverman, 1974, p. 443）。即便資本為了滿足技術升級後的生產要求提

供進一步的技能教育，這種教育也只能是「越來越空洞的」，因為其目的

始終在於使得勞動力「適應資本的需要」（布雷弗曼，1978：399–401）。

後續許多研究將布雷弗曼的論述概括為「去技能化」（deskilling），

泛指技術升級後社會平均技能水準和價值的下降，並對是否存在這樣的

普遍趨勢進行質疑和批判（Attewell, 1987; Gallie, 1991; Wood, 1982）。

然而，正如Foster（1994）所強調的，布雷弗曼在論述中從未使用「去技

能化」這一過於簡單和泛化的表述，他所關注的是「勞動的退化」，包括

「工作條件不穩定、節奏加快、重複動作加強，以及帶來工作和社會結

構隔閡的勞動的客體化和異化」（Previtali & Fagiani, 2015）。我們認

為，既往對布雷弗曼思想的理解多聚焦在技術發展背景下不同職業內

部的勞動過程變化，而他在全書最後一部分所討論的「職業間勞動力轉

型」與技能重組問題則是本研究的重點。正如他在去世前最後一次演講

中所重述的，資本通過增加工人的產量來榨取剩餘，其具體的方式正

是對生產過程進行整體的技能重組—將原本由高技能勞動力來完成

的生產流程不斷分解為簡單的任務，並「培訓」被視為可替換零件的低

技能勞動力來執行，使得勞動力水池的範圍不斷擴大，而池內的勞動

力價值則保持或低於生存水準（Braverman, 1989）。由於本文關注的並

非宏觀層面上技術升級後的現象，而是聚焦 IT培訓與勞動力轉型的過

程中技術和技能的角色，為了概念使用的嚴謹，我們不使用「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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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使用「技能退化」，在文章最後一節我們將結合經驗材料對其進

行界定並展開分析。

本文所關注的，是資本利用勞動者對「技術主導圖景」的洞察吸引

他們主動進行「技能升級」，又通過在實際勞動過程中的「技能退化」，

將他們再生產為 IT產業鏈底端勞動力的過程。

「明著的套路」：技術主導圖景的洞察

深圳技術培訓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最初的培訓

中心多為政府建立，1987年後開放式社會化辦學體制開始推廣，企業

培訓成為主流，僅2000年全市各類培訓總量就有87.6萬人（深圳市志編

纂委員會，2007：275–350）。同年6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印發鼓勵

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8 
2001年中國正式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儘快與國際接軌，IT產業選擇學習「印度模式」

利用人力成本的優勢，通過培訓 IT勞動力，快速生產大量底層的軟件

技術人員作為「血液」輸送到產業鏈中。9 印度的兩大 IT培訓機構NIIT

與Aptech最早打入中國市場後，圍繞市場需求展開應用型的零基礎 IT

培訓。透過模仿這種模式，國內火熱地發展起了數量龐大的各式本土
IT培訓機構，還興起了與企業合作定制 IT人力的培訓模式，各類培訓

班良莠不齊曾一度引起「信任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就業形勢嚴

峻，無數人渴望通過學習技術進入 IT行業，直至2010年後，IT培訓的

泡沫逐漸淡去。10 但每年仍有大量的勞動者湧入 IT行業，深圳各類 IT

培訓班是全國最多的， 不同類型的培訓班有兩百多家（田野筆記
20191111、20191112、20200117）。以作者田野點公佈的開班信息為

例，在2020至2022年間，每年大約培訓15期學員，每期約40人，若

以200家培訓班計算，每年僅深圳就將培訓12萬人。限於田野研究的

局限性，我們無法核實報告人提供的數字，也無法判斷其中的供需關

係，但根據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公佈的數據，僅2021年全國就增加了

約60萬從業人員，11 說明大量人才湧向 IT行業是確實存在的。

同樣關注 IT培訓班，項飆（2012：36–57）所研究的印度安得拉的 IT

勞動力生產是一項「集體性工程」，兜售「技術技能」（technical skill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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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培訓產業通過調動種姓和社會等級制度、家庭網絡和嫁妝制度等資

源，為 IT工人提供培訓和出國的資金，實現 IT勞動力生產線的跨國運

轉。而在我們的研究中，由於學員們絕大多是已經輾轉各行各業工作的

往屆畢業生，為了不增加家裏的負擔，他們大多沒有告訴家裏人參加培

訓的事情，在培訓期間幾乎沒有外部的支持，通過此前工作的積蓄或申

請與培訓班合作的「小額培訓貸款」來付清學費、房租和生活費。2019

年底，作者調查的三家培訓機構軟件測試課程的價格分別為18,800、
20,800和25,000元，並根據前端開發、後端開發、測試、產品等不同課

程內容而有所差異。秋姣在參加培訓前，通過小額貸款還了自己大學期

間的助學貸款，儘管曾經在京東物流和海底撈工作過，但工資還不上的

部分一直利滾利，加上測試培訓的貸款，已經有數萬的貸款在肩上了；

小林在培訓期間只貸款了學費，因為之前工作沒有攢下錢，培訓班下課

後還曾到便利店兼職，時常為房租水電生活費而發愁。培訓期間，我們

每天相約去附近的菜市場買便宜菜，一塊錢三把的紅薯葉是食譜中的

「常客」。為何學員們願意承擔著如此沉重的經濟壓力來參加培訓呢？

作者所在班級裏的學員們曾在各行各業輾轉，有外賣員、服務員、 

房地產銷售、酒店前台經理等，其中不少曾有在工廠工作的經歷，例

如食品廠、手機零件廠、機械加工廠等。包括作者在內，班裏只有六

名女生。12
 學員年齡跨度在21歲到31歲之間，多為「90後」。13 學員學

歷多為二本及以下（佔93.18%），其中大專佔40.9%。具體情況如圖一

和圖二所示。

圖一　培訓班學員年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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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培訓班學員學歷分佈

學員們指出了 IT行業薪資水準高、工作環境好是他們參加培訓很

重要的原因。此外，很多學員都表述了同樣的想要通過學習技術進入

「高大上」的 IT互聯網行業，從而遠離「工地」、「工廠」的強烈願望（訪

談HT20200801、XJ20201018；田野筆記20200413）。

學員們幾乎都有大專及以上文憑，在國內嚴苛的教育體系中接受

了十幾年的教育，大多都是學校裏的「循規生」，而此前在工廠、工地

的工作中他們必須與未接受過同等教育且在反學校文化、工地文化或

車間文化中摸爬滾打的工人打交道。由於缺乏類似的「文化保護膜」，

他們處理工作關係存在困難（威利斯，2022：146–147）：「想和工人在

一起工作，必須要學會抽煙喝酒，有時候要學説點粗話，不太好和他

們搞好關係」（訪談XJ20201018、HT20200801、YG20201017）。

與此同時，面對當下中國文憑通脹、階級固化的現狀（洪岩璧、趙

延東，2014；張紅霞、江立華，2014；解雨巷、解堊，2019；Willis, 

2019），學員們提出了一個與《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ur）一書中「反

學校教育」的傢伙們完全相反的問題：「為甚麼工人的孩子雖心有不

甘，卻只能繼續在工廠工作？」行翼的父親和哥哥一直在外地打工，每

逢暑假他都會到哥哥所在的工廠做零時工以補貼學費，機械工程專業

畢業後他找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廠管理員工作，他向作者感慨：

「我要繼續在工廠上班和爸爸和哥哥有甚麼區別呢？那我何必讀大學

呢？」海靈本科畢業後在製糖廠從事技術品控，她渴望一份不用穿藍色

工服的工作：「在廠裏三年沒穿過裙子，週一到週五都是穿工服，就是

專科以下 統招大專 專升本 統招三本 統招二本 統招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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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的那種長袖的，還要戴安全帽……我想找一個可以穿裙子上班的

工作，就是公司白領那樣」（田野筆記20200520）。學員們渴望重新獲

得對於自己命運的掌控，實現從所謂「藍領」到「白領」的身分、階級的

跨越。

也正是在這時候，「技術主導圖景」作為一個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案

出現了。IT培訓機構推銷課程的「套路」往往同時營造了（又或再現、

突顯了學員日常生活中）對技術的「失控感」和「掌控感」，並通過這種

技術主導圖景來助推 IT外行們參加培訓的這一能動選擇。

「大機構的套路是明的，小機構是玩陰的」（田野筆記20191112），

經營不規範的「小機構」通常以用人單位的名義在求職網站發佈崗位信

息收集求職者簡歷，從中篩選出目標群體推銷課程。有的把求職者「騙

來面試」，讓求職者進行「技術能力測評」後否定打擊求職者技術水準，

質疑其找到工作的可能，使其成為自費學習的「實訓生」。又或者要求

前來面試的求職者進行「試崗」，在一兩天的試崗期中教授他們簡單的

「IT技術」，讓從未接觸過 IT技術的求職者感到一種「成就感」和掌握技

術的興趣和信心，然後再進一步告訴他們技術水準不夠，需要參加培

訓（田野筆記20191112）。

筆者最終選的田野點在「大機構」中口碑相對好，同時經營培訓、

勞務派遣和技術外包，相當於把「培訓班」和「勞力行」搬到了一起，是

這類機構敢向學員「保證就業」的原因：「咱們自己做技術做服務的公

司，因為有合作的單位在後面支持，你不用擔心就業。公司一直在做

技術，所以知道外面需要甚麼樣的人，會針對性地設計課程」（田野筆

記20200117）。同時也使得這條「『自導自演』的利益輸送鏈」（夏冰青，
2021：139）實現利潤最大化。其推銷課程時「明著的套路」是直接把現

今社會中的「技術主導圖景」再現出來，離不開軟件、軟件出問題會給

人帶來損失，這樣的「話術」同樣營造了對技術的「失控感」，而通過低

門檻的技術學習和就業保障又帶來了「奪得控制權」的可能：

現在的軟件越來越智能化，有沒有發現？功能是層出不窮的，非

常強大。我們越來越離不開軟件，衣食住行都可以用軟件去替

代，軟件的質量安全也就越來越重要。我們的錢現在不是放在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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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卡，而是像餘額寶像微信這樣的一些軟件裏，如果軟件品質把

關不到位會存在很大的損失。這就是日益增長的需求，也就是為

甚麼軟件測試的人才缺口逐年遞增……（田野筆記20200117）

作者所在的培訓班開課時正值新冠疫情後最早的復工期，找工作

變難了，而疫情期間各類軟件產品卻反而發展火熱：「疫情是一個機

遇」、「互聯網行業今年沒受甚麼影響」（田野筆記20200413；訪談
BR20200925）。

螢光參加培訓前是富士康蘋果生產線的品控員，負責對某一個零

部件進行質檢，他表示，IT行業掌握技術所以「前景」更好：

就覺得在工廠待沒甚麼前途，包括真正的「錢」和前進的「前」。具

體來說一個是工資，一個是你發展的方向、行業。因為高工資每

個行業都有，但是「前途」、「前景」的話，每個行業發展是不太一

樣的，而且目前呈現的狀態也不太一樣…… IT的話有一個技術

在，現在也比較熱門手機各種電子設備，這樣一比較，你稍微聽

一下就覺得這個行業更好。（訪談YG20201017）

昊天是一名211院校工程力學專業的畢業生，參加培訓前，他在某

國企從事工程管理的工作，他向作者表達了對於 IT行業的看好：

現在幹甚麼都離不開手機，而且各行各業都在做自己有關的配置

軟件，包括點餐，到海底撈他給你個 iPad你就點了，以前哪是這

樣的。所以這個行業肯定是未來發展的一個大方向，基本上只要

你能想得到的，他都可以做出來，用手機去服務你。所以說這個

行業應該前景是非常好的。（訪談HT20200801）

培訓班的推銷中營造或再現了對於技術的「失控感」，而學員也同

樣認可培訓班所營造的學習技術就能獲得一種「掌控感」，進而掌控未

來的「技術夢」。這並非意味著推銷話術完全「哄騙」了學員們，學員們

既往生活實踐中對「侵入日常生活」、「代理衣食住行」的各類軟件「平台」

（孫萍等，2021）的感知與培訓班的營銷，一同描繪了一個「IT技術的美

麗圖景」，IT技術似乎具有一種強大的「控制力」，而學習掌握這門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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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就能擁有同樣的力量，改變此前令他們不太滿意的工作生活。

參加培訓跨行進入 IT行業的能動選擇是一個「時間嵌入的社會參與過

程」（a temporally embedded process of social engagement）（Emirbayer & 

Mische, 1998），技術主導圖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希望擺脫藍領身

分的願望和對技術主導圖景的感知是「過去的影響」，而培訓班利用技

術「失控感」和「掌控感」的推銷手段，給予了學員對現狀進行「實際評

估」的契機，進而產生了通過學習掌控技術來改變現狀的「未來想像」。

既往研究對「技術主導圖景」的分析側重於國家、社會文化或產業

發展的宏觀層面，而通過田野調查，我們發現學員們對於「強大的 IT技

術」的認同展現出將技術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作為在當下的不確

定性中燃起的希望，是深深地內化於技術社會個體的生命實踐中的。

「培訓」、「找工作」與「裁員潮」：誰的「技術」？

以筆者參加的軟件測試培訓為例，在正式開始理論課程前，培訓班

花了不少課時教授與計算機基礎知識相關的「前置課程」，從如何開關

機、如何保存文檔開始，到對計算機基礎、操作系統、計算機網絡、
HTML、C語言基礎等內容進行簡單介紹（6天）。軟件測試概論、軟件

測試分析及設計方法等課程（9天）結束後，又進一步學習軟件測試相關

工具（36天），包括Mysql、Python、Linux、Selenium等技術課程，以及

自動化測試、單元測試、接口測試、性能測試等專項測試課程。最後

通過三個應用中的項目來實踐所學的軟件測試技術（14天），並開展簡

歷指導及模擬面試課程指導就業（6天）。全部課程授課時間為三個多

月，14 實際上課時間為65天，包含課堂實踐每天約7個學時，共455個

學時。教學目的主要是快速幫助零基礎學員掌握基本技術實現就業目

標，所以雖然課程內容豐富但主要強調了解而非深入掌握：「我們不講

理論，教的都是實用的知識，與你以後的工作息息相關，通俗易懂地給

大家提升技術能力」（田野筆記20200408）。換句話說，培訓班是由市場

驅動的，其提供的課程的目標在於快速產出符合資本要求、適應 IT產

業鏈需要的人力（Upadhya & Vasav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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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後，學員們可以自己在網上投簡歷，培訓班也會通過內推的

方式給學員介紹面試，也有項目組會直接來培訓班招聘。不染是班裏

「技術」學得最好的，幾次培訓班組織的測評分數都比作者高很多，但

因為他沒有大專文憑，培訓結束後找工作困難，他感嘆僅看學歷的限

制對於像他一樣的「技術達人」不公平（訪談BR20200925）。大專學歷的

安亮培訓結束後一直沒找到工作，迫於經濟壓力，他沒有繼續在 IT行

業徘徊，而是在某車輛生產廠一直工作至今：

面試了幾家公司都沒成功，據我了解大專的都找得很費勁，找到

也是五六千工資……一進一出將近四五萬沒了（培訓期間的花銷加

上貸款和利息）。當時快九月份了，我家裏人一直以為我是在外面

工作的，還完貸款還得留點錢回家過年，不想找了，就到廠裏來

上班了。（訪談AL202309）

原本將掌握「技術」視為獲得在勞動力市場的主動權、改變命運的

契機的學員們感覺到了幻滅：「感覺我們現在就是菜市場的肉，好不容

易有人來買了還要討價還價」（田野筆記20200823）、「就是根據行情來

決定的……其實沒有我們之前預期的那麼簡單，就是說測試很吃香、

好找工作、門檻低等等，沒有之前說的那麼好」（訪談XJ202309）。

找工作的過程中，學員們發現，原本以為掌握了「技術」之後就能

有更多的「主動權」，以為掌握的「技術能力」與工資成正比（田野筆記
20200604），但沒想到最終的「技術崗位需求」及「技術好不好」的評判

標準完全掌握在別人手中。原本在學員們的預想中客觀、純粹的「技

術」，變成了「完全集中在管理部門」的控制之中，由其定義和「重新解

釋」後留給勞動者的「技能」（布雷弗曼，1978：397）。而原本以為掌握

的「技術」決定了薪資和崗位，結果卻發現學歷和培訓班就業指導時根

據畢業年限包裝的工作經驗才是決定性因素（田野筆記20200818）。有

二本及以上文憑的學員大多首次求職的起薪可以達到八千到一萬元左

右，而大專文憑的學員起薪則在五千元左右。也就是說，在 IT培訓生

產出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加入到「勞動力蓄水池」中之後，資本選擇

用文憑來進一步篩選受僱者，使得掌握了同樣的「技術」，但文憑較低



16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1期（2025）

的勞動者再次變成了「處於邊際的人」（布雷弗曼，1978：344、396），

以進一步壓低其工資水準，降低勞動力成本。

即便如願進入了軟件測試行業工作，也並不代表可以長久的安定

下來。學員們在培訓結束之後絕大部分進入了外包公司，外包項目組

成員與正式員工除薪資、待遇、工作內容的差別外，在工作的穩定性

上也有很大區別，「外包項目做完了人就散夥了」（訪談LM20201023），

項目的時長從幾個月到一兩年不等，意味著短期內得再回到就業市場

去找工作（訪談XY202309）。

在我們的回訪中，不少報告人均表示在2022年下半年受到了互聯

網「裁員潮」15 的很大影響。昊天作為班裏為數不多的「好學歷」學員，

在培訓結束的第二天就由就業老師介紹到了某「大廠」的外包項目組工

作，拿到了一萬五的薪資，並如願從事自己更感興趣的自動化測試方

向。雖然與之前工作的薪資差別不大，但他認為工作環境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不用在工地風吹日曬了」。他從2020年8月初入職後一直在

同一家公司，本以為「這份工作可以做到底了」，卻在2022年9月份收

到了「被裁員」的通知：

裁員說得好聽一點就叫「業務結構優化」，很多項目都優化掉了。

大裁員期間其實大家都會有那種緊張感，都怕！因為不僅是一家

公司裁員，殺掉的太多了，每個公司都在砍，整個行業。即使有

的在招，但你一下子要和這麼多被刷下來的人同時去競爭，肯定

壓力很大！那段時間我那些同事感覺每天都緊張兮兮的。很多人

還沒收到公司正式裁員通知，聽到風聲以後就開始投簡歷了，等

了一兩個月還沒有消息，好幾個可能找了幾個月都沒找到，有的

人都閒了半年，好像還有一個回老家了。（訪談HT202309）

「技術等級」在公司的晉升制度中作為 IT勞動者職業發展的通行

證，是使 IT勞動者們自願加入「趕工遊戲」的重要因素（王程韡、楊坤

韻，2019）。這一制度同時製造了一種「技術淘汰」的恐慌，以內化工人

的自我控制與服從（侯慧、何雪松，2020）。入職後的學員們普遍擔心

「自己的技術」在公司沒有競爭力，會被「掌握更多技術的人」，或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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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大的技術」替代。許多人選擇重學之前在培訓班沒能深入掌握的

界面測試、性能測試以及Selenium、LoadRunner、JMeter、Postman等

技術工具來解決這一困境（田野筆記20201104、訪談LM20201023）。

始終被「技術」的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籠罩著的部分勞動者又作出了「再

技能化」（reskilling）的選擇。然而，在裁員時「技術等級」卻不再是重

要的參考標準，16
 裁員最根本的目的在於「降低人力成本」：

一個年輕人，也能幹你這樣的活，工資要求又低，精力又比你

好，那要你幹甚麼？你的工資又比他高，你又是個老油條，又愛

抱怨，他肯定願意要更年輕的……沒有被裁的人，開始走降薪這

個路線，把你工資往下壓。（訪談HT202309）

在被裁員後的二次求職過程中，求職者「技術水準」的重要性被 

消解：

現在招的很苛刻！像我們這個行業，第一要年齡小，第二工作經

驗要豐富，第三你的薪資要求要低，第四你的學歷要高。（訪談

HT202309）

資本通過外包、裁員的靈活用工制度轉移了風險，並在短期內「不

斷地造成失業」，這一模式使得產業的「勞動力蓄水池」內徘徊著大量被

迫流動的勞動力，並將他們變成「相對過剩人口」儲蓄起來，又以新的

方式吸收回產業鏈中（布雷弗曼，1978：342–344）。在這一過程中，

「技術」的角色和重要性被資本靈活不斷地重新解釋，以滿足其「特殊需

要」—實現資本積累和進一步剝削。

在經歷了大裁員之後，昊天最初對於「IT技術前景」的看好和嚮往

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意識到，IT行業也與其他行業一樣都受經濟大

環境的影響：

還是經濟影響，經濟搞不好，公司的業務量就變小了。不管是甚

麼樣的行業，最終都是要有消費者，即使你這個行業再怎麼好，

但是消費者不賺錢，你就不會去用他的東西，業務就不得不砍，

就得裁員。（訪談HT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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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來說，曾經被「IT技術」的主導形象所吸引的勞動者

們，以為只要掌握了這門技術，就能獲取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掌控

力」，卻發現實際的 IT產業「歸根到底是一系列對勞動力 —包括對勞

動力的生產、配置和控制—進行管理的特殊模式」（項飆，2012：
158），是「作為一種技術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布雷弗曼，1978：
22），而勞動者自身在這樣一個「權力裝置」中無疑是屬於脆弱的、被動

的地位。

在經驗材料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培訓班抑或是 IT行業內，幾乎不

會提到「技能」這一表述，而是統一用「技術」替代。學員們認為自己學

習掌握的「技術」，應和「侵入日常生活」、「代理衣食住行」的強大「IT

技術」是同樣的，學習了它就應該意味著在工作中有更高的主動權和掌

控力。然而，IT產業中的「技術」實際上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而學員們學習的實則是被資本控制、定義和解釋的「技能」。正如許煜

（2020：29）所說，「technics/technology」的中文翻譯實際上造成了在中

文中有對等的詞語的幻覺，而模糊了關於技術的真問題。「技能」與「技

術」這兩個表述在日常語境中的含糊，模糊了在美好的技術主導圖景吸

引下技能升級與在殘酷的 IT技術產業的資本主義權力裝置中被生產和

控制之間的界限。

「像個機器」：「技能重組」與「再生產」

在實際的軟件測試勞動過程中，學員對自身的處境作出了「像個機

器」的洞察：「你進項目組之後，他們會把你管得非常的嚴，幾乎沒有自

己的時間。每天像個機器一樣從早幹到晚！」（訪談XB20200802）。這

一洞察印證了布雷弗曼（1978：160）所言，資本「把工人當作機器來對

待」的狀況：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正如機器各部件的運動都受嚴格控

制一樣」由資本所操縱，被轉化為一種每一個細小的操作都被概念化，

進而被設計和測量以適應作業標準的「客體」。「整個 IT行業，其實是按

項目的週期來決定你忙還是不忙！」（田野筆記20191112），軟件上線前

的一段時間常常需要加班，這一工作方式被描述為「前鬆後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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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多學員工作後所接觸的項目迭代週期是一週甚至一天，加班就變成

了常態：「都是默認加班的」（訪談XJ20201018；田野筆記20201008）。

早期對軟件開發勞動過程的研究指出，「軟件開發標準模型」是與製造業

流水線相似的勞動控制方式（Barrett, 2004, 2005, p. 55），而國內普遍流

行的「敏捷開發」模型的特點是追求以最快的速度開發軟件，就好比是

一條急速運轉的「數字流水線」，使得勞動者過度飽和的超負荷工作。

不少企業還會使用項目管理系統（如圖三所示）對勞動過程進行進一步

嚴密管理。測試人員與其他部門之間不再需要面對面溝通，而是直接在

系統裏提交、解決、驗證bug。在這一數字控制系統中，測試工作幾乎

變成了透明狀態，由項目經理實時監督。

圖三　某項目管理系統界面
17

在對「像個機器」的勞動過程的進一步敘述中，學員洞察到了自身

被「再生產」為同父輩一樣的「打工者」18 的處境：

你做測試，沒得太大的想法，也像個機器一樣嘞！我說就像一個

機器，一天重複，不停地做這個事情，很機械地做。實際工作

根本不需要太多技術！我想到我們這種工作和那些打工的、工地

上班的好像也沒得啥子區別。你做的那個功能測試，用例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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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就是一個循環的重複。工廠裏面上班的人一樣的，都是屬於

最簡單的事情。只是說工廠簡單教你兩天你就可以做了，我們學

完〔測試〕就可以上手，你去用〔軟件〕看達沒達到他的預期效果，

是一個意思噻。不一樣的就是工作環境，還有就是公司的性質咋

樣。只能這樣說，現在這個社會發展比較快，可能對我們父母那

些老一輩的人來說，他們打工是在車間裏面做那些事情，我們打

工是在辦公室裏面坐起操作電腦，一個意思噻，我覺得從本質上

來說沒得太大的區別。（訪談WM20200927）

勞動者們花費了巨大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通過 IT培訓進行了「技能

升級」，然而，為何實際的勞動過程又「不需要太多技術」，淪為了和工

廠工作「沒得啥子區別」的處境呢？

要對這一處境進行理解，我們需要了解軟件生產中勞動分工細化

的過程。早期的軟件開發中，程序員需要承擔程序設計、調試、維護

等全部任務，這一過程很容易出錯且效率低下。隨著工程學的發展及

軟件生產過程的快速資本化，軟件開發變得結構化，像工廠流水線一

樣，將概念和執行不斷分離，持續地通過將高技能工作重組為一系列

低技能工作，來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用工成本，實現加強勞動控制和

進一步剝削的目的（Barrett, 2001; Kraft, 1979; Kraft & Dubnoff, 1986）。

當今中國軟件生產的勞動分工被進一步精細化（汪建華、何冠霖，
2023），包括需求、設計、開發和測試的不同勞動，而我們所關注的軟

件測試工作則進一步被細分為了功能測試、自動化測試、界面測試、

性能測試、測試開發等等。

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學員進入了外包公司工作。IT外包從根本上

對 IT工作的組織和控制方式進行了重組（Feuerstein, 2013），外包項目

一般都「不涉及核心技術」，大多幹的都是「內部員工」不願意幹的「重

複性的、別人不想幹的活」（訪談CF20200828、XB20200802）。除了一

位學員從事自動化測試外，餘下的都從事「功能測試」（手工測試），其

中絕大部分都不用做「測試設計」，只需要做「測試執行」（田野筆記
20200802、20200927、20201018）。測試設計工作實際上包含較多創造

性的思考，需要從便於用戶使用的角度出發，考慮意料之外的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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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使用反向思維來模擬軟件使用情境，撰寫尋找軟件中隱藏bug的

「測試用例文檔」。而測試執行的工作過程則類似工廠生產中的質檢工

作（筆記20200422），簡單來說就是對照用例設計文檔，在軟件內執行

相應的操作，記錄軟件產品實際的運行結果，檢查是否與預期結果相

同，如不相同則記錄為一個「bug」，並將找到的bug提交給開發人員修

改。這份工作不僅包括大量通過鼠標、鍵盤在軟件內執行的重複操

作，還需要借助不同的文檔來記錄、對照操作的結果。19 也就是說，資

本把「功能測試」這一通過不斷技能重組分解出來的勞動中的「設計和執

行」更進一步地分離，而將通過軟件測試培訓初入 IT產業的勞動者安置

在了這最底層的「測試執行」工作崗位上。

雖然課程講解和項目實踐的時間都很短，但培訓班的課程設置確實

涵蓋了自動化測試、接口測試、性能測試乃至各類軟件開發語言的內

容，從學習的角度而言確實為學員們提供了接觸更多知識的可能。但

即使學員通過自己的努力學會了自動化測試甚至軟件開發，在找工作的

時候也會被HR拒絕：「剛去的時候都是手工」（田野筆記20200801），只

能從需求量更大薪資更低的手工測試開始。勞動力培訓是資本重組技

能的重要方式，其實質就是生產大量低技能勞動者以替換原本較高技能

的工作，勞動者們通過培訓後「技能升級」到甚麼水準實則是一個「空洞」

的問題，將他們安置到 IT產業鏈的底端才是資本的最終目的。無論勞

動者實際技能水準如何，都只能在資本的控制中從事低技能的工作，這

就是本文所謂的「技能退化」。在當下，技能退化的趨勢不僅仍在盛

行，而且通過技能重組的培訓和再培訓，還在擴大和深化，並進一步加

劇了對勞動力的剝削（Previtali & Fagiani, 2015）。

「父母在車間打工，我們在電腦前打工，沒甚麼區別」，也就是說

原本渴望通過 IT培訓實現從「藍領」到「白領」的階級和身分跨越的勞動

者們發現，遠離工廠、在窗明几淨的高科技園區的大廈內、不用再穿

藍色工服、領著更高的薪水、在電腦前進行的軟件測試工作中，被剝

削的處境與父輩在車間的工作是類似的，「技能升級」後的他們被推向

了新產業鏈的底端（Upadhya & Vasavi, 2012, p. 19），作為社會能動者的

他們，以一種新的形式「滿足了結構的要求並再生產了結構」（威利斯，
202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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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新洞察 20 的勞動者們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主體性的抗爭。

他們中一部分因為 IT行業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相對較高的工資留了下

來：昊天目前在一家人工智能領域上市自研公司任職測試經理職務，

薪資也比之前在外包有了更多提升。儘管目前的工作內容更偏向管理

和決策，「重複性」的測試用例執行工作大多都分給「外包的兄弟們」，

但因為要承擔軟件質量的責任，要「走一步看三步」，他認為現在的工

作「比之前在外包摸魚壓力大很多」，每天加班也更晚，他表示這樣的

工作實際上還是「體力活」，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他調整了自己對於工

作的目標：「我現在就在想，賺到多少萬我就退休了！就靠利息活著

了，我就不做了。」（訪談HT202309）。留在 IT行業的學員中，也有部

分在考慮未來轉行的可能：小林在北京的外包公司工作了兩個月後，

回到深圳參加社工招考，一方面可以「了解一些新鮮有趣的東西」，另

一方面「以後如果不做測試了還有個選擇」（訪談XB20200802）。培訓

後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或者後來在「大裁員」中被裁掉的學員，如今在

其他行業繼續工作，有不少也選擇回老家打拼。

然而，即便是沒有找到工作或者是被裁員的學員，回顧參加 IT培

訓的經歷，也很少有明確表示後悔的。他們向作者表達這段經歷對自

身洞察 IT行業乃至更大的社會結構的意義，表達了對培訓期間的學習

生活的懷念，那是一種「為理想生活奮鬥的快樂時光」。曾認為 IT技術

充滿「前景」的螢光在工作了一年零九個月後主動從深圳某大廠外包項

目離職，在職期間攢到了14萬塊錢，又到杭州報名參加了室內設計的

培訓班，目前一邊在一所北京的高校讀MBA，一邊在某設計公司實

習。雖然設計實習生的工資只有三千元，遠遠低於他此前從事軟件測

試的薪資，但他反覆表示，這樣的一份工作讓他「看得到種子發芽」。

在訪談中，作者向他表達，他描繪對於設計工作的嚮往時，與曾經對

於 IT工作的渴望幾乎是一致的，他卻反覆強調了二者的不同，認為儘

管設計時畫圖也需要使用CAD軟件，也涉及一些「技術」，但這樣的技

術與軟件測試技術不同，是給人「留了一些幻想的空間」的技術：「我就

是為了這樣一種幻想、一種感覺、一種狀態！」（訪談YG2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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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討論

本文通過聚焦技術，以一種新的方式打開了「再生產」的黑箱。在

原本從事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選擇參加 IT培訓的階段，作為技術化社會

（O’Connor & Benta, 2021）的普通個體，他們感知到各類軟件平台對日

常生活的侵入和代理，渴望通過掌握有強大控制力的技術去到工作環

境更好、工資更高的 IT行業，實現遠離「工地」、「工廠」的強烈願望，

正是這種對「技術主導圖景」的洞察促使他們選擇參加培訓。而在進行
IT培訓、求職及實際的軟件測試勞動過程中，他們通過自己的生命歷

程對「技術主導圖景」進行拆解，揭露出被其「掩蓋」的部分：IT產業中

的「技術」和「技能」並非想像中客觀、純粹，而是由資本所控制和定義

的；「技術等級」在晉升制度中作為 IT勞動者職業發展的標準，使 IT勞

動者們自願加入「趕工遊戲」，製造淘汰恐慌以內化控制與服從，但在

裁員時卻不再是絕對的參考標準。通過外包和裁員，資本將他們變成

「相對過剩人口」儲蓄起來，又以新的方式被「吸收」回產業鏈中，並在

這一過程中對「技術」的角色和重要性不斷地重新解釋，以滿足資本積

累和進一步剝削的需要。在實際軟件測試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們感

受到了資本嚴密的勞動控制。通過 IT培訓實現「技能升級」之後的勞動

者們又被「技能退化」；勞動者們對作為生產剩餘價值手段的「技術」和

「機器」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和批判，並最終意識到，IT工作中被剝削的

處境與父輩在車間的工作是一樣的，對技術和社會結構的洞察使得自

身「滿足了結構的要求並再生產了結構」。

威利斯（2022）《學做工》的結論在當下中國的技術社會中得到了驗

證，這是本文的價值之一。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強調本文個案的特定

性，「滿足了結構的要求並再生產了結構」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勞動者

對「技術主導圖景」的洞察和資本的「技能重組」而得以實現的。值得注

意的是，勞動者們確實通過 IT培訓遠離了工廠，而不是像半個多世紀

前威利斯研究中的「傢伙們」那樣繼承了父輩在工廠的工作，他們確實

通過 IT培訓從製造業轉移到了工作環境更好、薪資水準更高的高科技

產業，實現了勞動力轉型。也正是這些轉型之後的勞動者作出了「父母

在車間打工，我們在電腦前打工，沒甚麼區別」的洞察，使得這一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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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再生產」的意義。在「被技術主導圖景遮蔽的黑箱」內的新型再

生產中，資本利用勞動者對自身所處社會結構和「技術主導圖景」的洞

察吸引勞動者們付出巨大的成本主動進行「技能升級」，又通過在實際

勞動過程中的「技能退化」，將他們再生產為「IT產業鏈底端勞動力」。

這是本文在理論上的又一個貢獻。

另外，本文讓我們重新注意到討論「technics/technology」與中文語

境中的「技術」的含義的特殊性（許煜，2020：29）的必要。我們感知到

「技術主導圖景」，以為掌握了「技術」就能獲得同樣的控制力以解決自

身遇到的困境，然而我們實際可以掌握的往往是被資本和權力所定義

和解釋之後留給我們的「技能」，而實際的「技術」則往往是作為資本主

義權力裝置而存在的。正是「技能」與「技術」這兩個表述在日常語境中

的含糊，成為了上述「黑箱」的組成部分。

本文的局限性在於我們未能對龐大的 IT產業鏈及實際的勞動過程

進行更全面、深入的考察，懇請讀者批評指正，並與我們一同探索未

來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註釋

1 本文中所有田野筆記均根據當日課堂筆記、速記轉寫而成，訪談則均為受
訪者同意的錄音整理而成。文中與報告人、培訓班及培訓後工作直接相關
的公司名均已作化名處理。為便於引入研究對象和問題，本段根據不同報
告人的訪談資料改寫。

2 指缺陷、故障、漏洞、錯誤、問題。
3 它們的信息並未出現在2020至2021年深圳市政府網站公開的「民辦職業培

訓機構資訊」中。
4 由於當時正值疫情復工復學，各期班級人數差異較大。
5 作者本科學習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原本也可能成為一名程序員，但出於某

種原因，跨到了民族學專業。研究生二年級時一次偶然的機會，接到了
IT培訓班的推銷電話，在了解到有很多年輕人付出高昂的成本也渴望跨行
進入 IT行業工作後，產生了一種純粹的想要通過田野認識他者和自我的
願望。初入田野時作者不敢貿然坦露研究目的，在考察進行一個月後才將
研究緣由告訴了宿舍同伴和班級學員，他們對作者的研究目的表示理解並
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在此再次向每一位報告人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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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訓後學員找工作的週期為兩天到兩個月不等，且限於房租、交通等因
素，不少學員在工作初期仍然住在培訓班宿舍內。

7 三位為線下訪談，其餘為電話訪談。
8 國務院（2000年6月24日）。〈關於印發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xxgk.miit.

gov.cn/gdnps/content.jsp?id=4142589。 

9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02年7月9日），〈英文軟件外包，拿甚麼力拼
印度！〉，取自熱點聚焦。

10 限於篇幅，若需該部分註腳請聯繫郵箱：zhangyueer9668@163.com。 

11 運作監測協調局（2022年1月21日）。〈2021年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統計
公報〉。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https://www.miit.gov.cn/

gxsj/tjfx/rjy/art/2022/art_7953d1abafe14f00a1b24e693ef73baa.html。 

12 Campero（2021）指出，因為女性在軟件測試過程中比男性更容易被錄用，
所以軟件測試工作相比其他 IT工作收入更低，且處於較低的地位。通過田
野調查我們發現，中國女性在軟件測試工作中的性別隔離問題實際更為複
雜：軟件測試工作一方面被視為「技術含量較低」，故而在「IT行業技術鄙
視鏈」中處於最底端的地位；另一方面其工作內容包含與開發、產品部門
反覆溝通以確認bug，這樣的「情感勞動」被視為更具有「女性氣質」，是行
業所排斥的。因此，在 IT行業中「被邊緣化」的女性被視為更適合測試工
作：「女生情商高，公司裏面都願意招女生。這一行女生少，都是宅男，
做甚麼都是物以稀為貴！你知道那種激勵師嗎？」、「像我們這種測出bug

來了去找開發說不定要打起來，你們女生就不會」（田野筆記20200524）。
軟件測試看似給女性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實際上卻加重了 IT行業中的性別
隔離。關於軟件測試工作中性別的技術政治及性別身分認同實踐還有較多
值得討論的問題，限於篇幅及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此不再展開。

13 年齡較小的學員幾乎都是應屆畢業生，他們中有一部分在此前物聯網應用
技術、軟件工程、電子信息工程的專業學習中對軟件測試工作已有一定的
了解，選擇參加培訓是為了在求職前學習更多實際工作經驗。而佔比更大
的非應屆學員往往此前學習的專業與軟件開發並不相關，且已在其他行業
從事過各種不同類型的工作。

14 作者參加培訓時因為疫情幾次停課延課，實際授課歷時四個多月。
15 吳倩、趙覺珵（2022年4月16日）。〈【記者調查】網路大廠裁員，背後甚麼

風向？〉。取自環球網，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7cdltVvjQ1。
16 朱元偉（2022年6月6日），〈死的明白：大廠裁員的邏輯與操作，如何決

定了裁掉誰〉。取自脈脈，https://maimai.cn/article/detail?fid=1737735676&e

fid=UP1iSnqrBdjpvx4KIg9p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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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禪道，〈演示中心—禪道開源版（試用demo）—測試主頁〉。上網日期：
2023年12月2日，取自https://www.zentao.net/。 

18 在中文語境中的「工人」這一概念與威利斯所討論的「工人階級」有太大的
差別（Moskowitz et al., 2018），此處「打工者」的含義更接近於潘毅（2010）
所指的「打工者主體」。

19 限於篇幅，本文不對功能測試中更為具體的找bug的技術實踐展開討論。
20 限於本文的研究問題與篇幅，在本文中我們不展開對勞動者主體性的更進

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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